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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梁漱溟出

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时

他26岁，应蔡元培之聘执教北

大四年整。该书第一版由财政

部印刷局印行，次年改商务印

书馆出版。两个版本的重要

区别在于前者扉页置有照片、

“题记”各一而后者阙如，而

以后流传的各类《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版本中这两样文献更

鲜有收入。“题记”全文如下：

这是我同我三个顶好的朋

友叶 、朱谦之、黄庆的照像，

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

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

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

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

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

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

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

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

当我们相熟半年多后，就是今

四五月间，我有翻然改变态度

的事，决定要做孔家的生活，

而把这些年来预备要作佛家

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于是辞

脱大学讲席，要离开北京到山

“人间佛教”的先声

文/喻  静

—梁漱溟、太虚关于佛教入世转向问题的论争(上)

一、从梁漱溟

“出佛归儒”谈起

20世纪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和太虚大师之间有一场关于佛教入世转向问题的论

争。梁漱溟判定佛教的本质为“出世”，无益于应对“此时此地”的各种危机，当重振

儒家精神以把中国导向新路；太虚大师则持论相反：出世的佛教不是佛教的全体和究

竟，立足人间，践行“上求下化”的菩萨行，正是佛教本义。论争所涉面不广，回合不多，

无法像“科玄之争”那样引人侧目，很容易被历史遮蔽，但意义重大—太虚大师的“人

间佛教”思想正是在论争中渐渐清晰、成型。二十年代末，太虚大师正式打出“人生佛

教”的旗帜并在理论上逐步完善，印顺法师对“人间佛教”做出全面、系统、深入的阐

释。以后一百年间，海内外许多高僧大德实践并证成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如已故中

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等。可以说，“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

践是中国传统佛教的近代化尝试，和中国现代化历程息息相关，且这个过程直至今天

远未结束。所以，细致爬梳史料，理清“梁太之争”的曲直，可以一窥近世佛教面对“古

今”、“中西”、“中印”、“儒释”等诸多错综关系时的复杂处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当

代佛教的各种面向和当代“人间佛教”的弘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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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手迹

东滨县乡间去住一年半年。最

先就同他们发表这个意思，适

其时朱谦之要到西湖去，叶

便约我们同照一像，即这个像

片。照像之后，我就出京到山

东去了，因此这个像片要算我

改变态度的一个纪念。现在这

本书是我改变态度的宣言，所

以我郑重的把它印在这书的前

面。十年九月漱溟记。

据《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

再变》，梁漱溟要“翻然改变”

的“态度”、“断然放弃”的心

愿，便是“出佛归儒”—“大

约1911年后1920年前，都是我

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

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

素不婚。……我于1920年冬放

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冬末结

婚。”“结婚”意味着“入家”

而笃于人伦，是儒家“修齐治

平”进阶中的核心环节。如果

说他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完成了出佛入儒的思想转向，

“结婚”一举则标志他正式由

“出世间”返身“世间”，从此

将尽力于世间一切事务而不

怠。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

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

的两难》一书中不无调谑地写

道：（他）“抛弃了涅 寂静的

那个菩萨的旧日形象（它已在

1916年出现过了），现在又作

为儒家的圣贤出现了，这位圣

贤肩负着传播永恒之‘道’的

责任。”

然而梁漱溟晚年接受访

问时一再声明自己“一直是持

佛家的思想，至今仍然如此”，

“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

是自己终生的“心愿”。（王宗

昱：《是儒家，还是佛家—

访梁漱溟先生》）“对于人生

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

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

后一生归宿于佛法。”（梁漱

溟：《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

关键》）梁漱溟到底是儒家还

是佛家，学术界早已无甚争

议，如楼宇烈先生在《中国佛

教与人文精神》一书中很中允

地立论：“梁氏自谓‘一生归宿

于佛法’，不免有所夸张，但说

他一生未能脱出佛学的影响，

当无不妥。”《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是也现代新儒学的经

典作品，学界一直习惯把梁氏

置于“近代新儒学复兴”而非

“近代佛学复兴”的框架中加

以讨论。

综合《我的自学小史》、

《自述》、《自述早年思想之再

转再变》、《我早年思想演变

的一大关键》等文，梁漱溟发

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前

的思想历程大体如是：初受其

父梁巨川先生影响，为一“实

用主义”者，“第一期思想与近

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次“从

人生问题烦闷中发生厌世出

世之思想”，“由肯定欲望者，

一变而判认欲望是迷妄”，从

而“转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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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第二期”；再次，其父自沉、出

游目睹军阀混战生民涂炭之

惨状等外在因缘，及阅读《论

语》时发现其“通体不见一苦

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

字样”，惕然有所省，悟得“夙

来的中国式人生意趣”，“再

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为

第三期”。梁氏一生崇尚从“问

题”出发思考和行动，他的问

题“不外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两类”，“而《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一书之产生，实由于我对

人生问题的烦闷。……这（指

三次思想转变）都是沿着人生

问题而发生的变迁而产生的

答案。”

当值第二期梁漱溟倾心

佛家之时，他并非仅在行为上

修持“茹素”、“不婚”，而是广

泛搜集披览佛书，勤勉思考著

述，所成颇丰。1914年2月，他

在《正谊》杂志第二期发表第

一篇佛学文章《谈佛》；1915

年10月，他在《甲寅》杂志发表

《佛理》；1916年，他在《东方

杂志》发表著名的《究元决疑

论》，蔡元培先生就是因为读

到这篇文章而聘请他到北大

讲授印度哲学。讲授之余，梁

氏写就两部佛学专门论著《印

度哲学概论》（1919）和《唯

识述议》（1920）。其中《谈

佛》一篇主张判明佛教的“权”

“实”，把“佛学真相”归结

为“出世间义”—“佛教者，

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

也。”《佛理》则辩驳了陈独秀

等人以“常识”和“谨严逻辑”

讥难佛理之缪妄和狭隘。《究

元决疑论》分《究元第一·佛

学如宝论》和《决疑第二·佛

学方便论》两部分，除进一步

明晰了出世的佛教观外，提出

“出世间义”和“顺世间义”

两条人生进路，此二路虽任人

自择，然“出世间义立，而后乃

无疑无怖，不纵浪淫乐，不成

狂易，不取自经，戒律百千，清

净自守。”此文已涉及印度、中

国、西方三种文化的讨论，《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观点

已呼之欲出。

及至《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梁漱溟纵横捭阖，出入

古今东西，融通时间空间，描

绘了一幅复杂而多向度的人类

文化发展图式：文化由生活决

定，生活由意欲决定，意欲的

满足与否产生出人生三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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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佛

教复兴思潮和佛

教的入世转向

题，并由此形成三种不同的文

化路向，分别由西方、中国和

印度所代表。意欲向前的奋斗

态度形成了西方文化，意欲持

中、随遇而安的调和态度形成

了中国文化，反身向后、取消

意欲的态度形成了印度文化。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

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

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

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而言，

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 

“印度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

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

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

的。……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

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梁漱

溟据此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

现说”，预言中国文化将在未

来复兴，印度文化则将在更远

的未来复兴。《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中的佛教思想，后文还

将详细涉及。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虽

然梁氏从个人思想转向层面视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其出

释家归儒家的宣言，但此宏文

更可看做为“五四”前后东西

文化问题的论争而作。鸦片战

争以后，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

道路，长期面临在西方外力压

迫下如何自存的问题，即通常

所谓“救亡”问题。“自存”既

包含器物、制度层面，更关涉

文化层面—关于近代中国人

的“文化认同危机”，杜维明评

价列文森时有一个经典表述：

（列文森）“看到这些现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窘境：他们在情

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

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

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

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

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

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

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

乏情感的强度。”（约瑟夫·列

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

运》）王国维更是用八个字至

为精辟地概括了这种悖论式的

危机意识：“爱而不信，信而不

爱。”梁漱溟写作《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的初发心和殷切愿

望，或可理解为在学习西方文

化的同时，为安顿本国传统设

计出一个理想的方案。

以上梳理无非想阐明三

点：一、梁漱溟把“出功利主义

而入佛，又由佛而入儒”的过

程称作两次“思想解放”，颇类

先执两端而后持中，是一种建

立在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

题”深切关怀之上的“思想调

适”。“翻然”、“断然”之说，表

达情绪的意味或许更甚。尤其

“出佛归儒”之于他，更不可

理解为其生命中的佛家底蕴

被儒家所覆盖而不再彰显。相

较自身偏好和修持，梁漱溟对

中国命运的操心更甚。二、梁

漱溟的佛教思想是以出世主

义为前提的，他以此作为“佛

学真相”，以此严格判别佛儒

的根本区别。若非基于此，他

没有必要高调改宗，诉诸言辞

时斩钉截铁、泾渭分明。三、以

《中西文化和哲学》发表为分

水岭，之前的梁漱溟是一个在

行动上修持佛法甚至志于出家

的实践者和一个在佛学研究

领域有相当造诣的学者。以这

样的资历而出佛入儒，梁氏对

太虚、印顺等为近代佛教复兴

殚精竭虑的教内有识之士的震

动是可以想见的。印顺即以此

为契机对教内状况做了反思：

“民国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

来山（按：指重庆缙云山），自

述其学佛中止之机曰‘此时、

此地、此人’。吾闻而思之，深

觉不特梁氏之为然，宋明理

学之出佛归儒，亦未尝不缘此

一念也。佛教之遍十方界，尽

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

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

先后之辨、任重致远之行，而

竞为‘三生取办’、‘一生圆证’、

‘即身成佛’之谈，事大而喜

功，无惑乎佛教言高而行卑

也！吾心疑甚，殊不安。”（印

顺：《印度之佛教》）而太虚大

师则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梁氏，

专门撰文予以响应，因此有了

他和梁漱溟之间关于佛教入

世转向问题的论争。虽然这场

“两个人的争辩”和同时期的

“东西文化之争”、“人生观问

题论战”比，“相形见小”，但却

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

酝酿和成熟过程中的“一大因

缘”，也是促使印顺法师系统

思考“人间佛教”思想的有力

契机。清理这一思想史资源，

对理解自清末以降渐次流变的

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理解绵延

至今至为曲折的佛教近代化

之路，理解当今佛教界方兴未

艾的“人间佛教”弘化实践的

历史路径，当不无裨益。

研究者多用“近代佛教

复兴思潮”描绘晚清以降的

佛教迁变。事实上，若仅就思

潮而言，以辛亥革命为界前后

有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

论》中扼要论及：“晚清思想

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

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

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

“其在居士中……今文学家

多兼治佛学。”“晚清所谓新

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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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

会。”

梁公微言大义，以寥寥数

语而囊括自19世纪末至辛亥前

后佛学状况的若干要素。张灏

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一书中用“大乘佛学的复苏”

来进一步承接梁启超所谓“伏

流”：“除了‘诸子学’的重振，

19世纪末还经历了一场主要不

是发生于佛教僧人而是发生

于世俗知识分子中的大乘佛

学的复苏。”他同时指出：“但

是，我们还必须同时记住这种

复苏的范围。直至19世纪90

年代中叶，对这两种学说的兴

趣还只是局限在狭窄的学者

圈内。只是到了90年代中叶以

后，随着新媒介的出现，两者

才成为显著的思潮。但即便是

那时，他们仍仅仅是主要影响

高级知识分子而很少扩散至

小社会团体以外的思潮。”

梁启超极推崇的杨文会

（仁山）在《支那佛教振兴

策》一文中写道：

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

两端：一曰通商，一曰传教。

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

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

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

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

能通行无悖者，莫如佛教。

杨文会被认为是“振兴近

代中国佛学事业”的第一人，

卒于辛亥前夕的1911年。他的

这段论述有助于理解这场“复

苏”的性质：相较于佛学内

部的研究，其更是对中国社会

“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

应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

论》中着意提及的康有为、谭

嗣同、章太炎，还有他本人，

都曾撰写大量论著，从传统佛

学中发掘救国、革新、图强、振

奋民众的思想资源。这种“宗

教救国”的愿望，和同时期的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如出一辙。

一如张灏所言，这场“入

世”、“救世”特征极为明显的

“大乘佛学复苏”“不是发生

于佛教僧人而是发生于世俗

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晚近

特定的危机情境下佛教入世

转向的发端。然梁漱溟颇不满

这种“入世转向”，在《谈佛》

一文中对谭、梁指名道姓，公

开指摘：“迨乎近世欧风东

渐，平等博爱之说以昌，谭、

唐、梁摘拾经句，割裂佛说，

专阐大悲，不住出世。不学之

辈，率相附和，是则晚近一般

人心目中之佛所从来也。稽其

造诣，又远在濂、洛、姚江之

下矣。”“谭颇有造诣，不敢一

概抹煞。然不甚明出世法，亦

不能为其讳。梁则徒有谭之缺

点，而无其长处，不足道矣。”

梁漱溟认为，“讲佛者所以派

别歧出，儒释问题所以纠缠莫

决，苏、白派之误解与谭、梁

派之误解，皆坐不判权实，或

则冲突纷起，或者疑猜迷惑，

或者抓住两句佛经便算佛理

在此。”他判定，从特定机缘出

发方便接引初学和钝根之人

是“权”而非“实”。值得注意

的是他先用表诠法为佛教下

了一个定义：“佛教者，以出世

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后

又用遮诠法继续辨明什么不

是佛教：“故主出世间法而不

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救众生

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

盖梁氏或以为苏轼、白居易失

之前而谭嗣同梁启超失之后。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清代学

术概论》有议康有为云：“康有

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

退佛说。”梁漱溟讥他亦复如

是。可见梁漱溟之不满佛教入

世由来有自，到发表《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时依旧秉持。这

是日后他和太虚观点各异的

根本之处。

而太虚恰从这一期的思

潮中获得熏习，汲取了影响一

生的思想源泉：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

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

《仁学》，严复《天演论》、《群

学肄言》、孙中山、章太炎《民

报》，及章之《告佛子书》、

《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

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又

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

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

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

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

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

（太虚：《我的佛教改造运动

略史》）

辛亥革命后，“佛教与各

种社会新思潮往复交锋与响

应，出现了佛化新青年思潮、

佛教东方文化论思潮、佛学

与科学互证思潮等佛教思

潮……佛教界先后卷入了东西

文化大讨论、非宗教运动以及

科学主义思潮等多种新思潮

的急流之中，并在与社会思潮

的交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进而构成了佛教自己的思潮。”

（高瑞泉：《思潮研究百年反

思》）太虚则进入他的佛教改

革和佛法弘化事业的黄金期，

不仅在各种学术文化思潮中

代表佛教界发出声音，更在俗

世事务层面随时代颠簸，和近

代中国共命运。“本人三十年

来弘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

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

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

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

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

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

的工具，这就是应用佛法的

新。”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在

太虚则表达为“契理契机”的

原则：“然依佛法契理契机的

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

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

上……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

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

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

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即

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

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

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

佛法的新的意义。”适应世间

法的同时，太虚不忘强调佛法

以佛法为本位：“新、需要佛

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

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

的新的佛教。这佛教的中心的

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

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若

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

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

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

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

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

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

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

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

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

必然的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

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

上引太虚语皆出自他的一

篇题为《新与融贯》的讲演文

稿。“融贯”二字可谓贯穿太

虚一生行止，遍及他的主张、

著述。太虚大师的“融贯”一

面成就了他一生的人间佛教弘

化大业，一面也招致诟病。来

自支那内学院欧阳渐的攻讦

自不待言，他的学生印顺亦曾

提及：虚大师过于融贯了。前

文所述梁漱溟所不满的“不

辨权实”、颟顸笼统、失却“佛

学真相”，可以理解为就是针

对这种“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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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是

根本不能拉到现

世来用的”

太虚大师

康、梁、谭、章等人以济

世救亡为旨归的佛教观意在

从佛教中汲取变革中国社会

的精神力量；太虚“契理契机”

“佛化人间”的佛教观意在促

成佛教自身的近代化，以争取

在现代性的生存语境中赢得

一线生机和更多发言权。一为

融佛法入世间法，一为融世间

法入佛法。但从表现形态看，

两者都未把“出世间”放在第

一义。这是梁漱溟所大不欲。

梁漱溟出佛入儒与此相关，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三

种态度”的提出和他对佛教现

状的抨击，亦与此相关。

陈来在《梁漱溟早期的

东西文化观》一文中指出：“不

管我们是否同意梁漱溟的文

化哲学，他的著作《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已经成为20世纪中

国思想学术的经典之一。”这

部由罗常培整理的演讲稿，出

版不到一年即连续再版5次，

招致近百篇评论，被译成十二

国文字。之所以反响巨大，冯

友兰认为是“因为无论他的

结论是否正确，他所讲的问题

是一部分人心中的问题，也可

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

题。”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的核心论点和内在理路本文

第一部分已有所涉及。这一部

分将讨论该著中梁氏如何继

续表达他的一以贯之的出世

佛学观，如何反对太虚等人的

佛教入世革新。

“意欲”是《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中的核心的、基础性

的概念。他“求一家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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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源泉”的方法，就是“去

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用“他

已知的特异采色推他那原出

发点”。梁自陈，“这观察文化

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

出于佛家思想。”在“生活的

说明”一节，梁氏就势展开论

述：“生物或生活实不只以他的

‘根身’—‘正报’—为范

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

界’—‘正报’、‘依报’—

为一整个的宇宙而没有范围

的。”这是梁氏所谓“大的生

活”。“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

‘事的相续’。……为什么这

样连续的涌出不已？因为我们

问之不已—追寻不已。一问

即有一答—自己所为的答。

问不已答不已，所以‘事’涌

出不已。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

的相续。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

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

身、意。”此为小范围的生活，

意即“生活的表层”。“在这些

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自

出而操之以事寻问者，我们叫

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

欲—没尽的意欲。”在生活

的表层之下、在大范围的生活

中间支配或支持表层生活的

就是“意欲”。

梁氏在这一段择词尽力

平常，而要传达的含义对一般

人而言实则艰深繁复。他融汇

传统佛教世界观和以唯识为

框架的分析方法，以“意欲”这

个概念去统摄“业力”和“阿

赖耶识”等佛教核心概念。梁

氏强调，这一段分析非常重要，

“是我们全书的中心。”

“意欲”的流向导致人

类生活的三个“路径样法”：

“（一）向前面要求；（二）对

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

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

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

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

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

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的。”

这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

别不同”的古希腊、古中国和

古印度三大系文化。三种文化

无所谓好坏，都对人类贡献

伟大。但就态度论，则有个是

否合时宜的问题。人类文化

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而

早熟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

却在没走完第一路的前提下

分别拐向了第二路和第三路。

尤其印度文化，不仅跳过第

一路还跳过第二路，所以其

文化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

认识。现阶段西洋文化胜利而

中国印度文化失败，然世界未

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

兴；再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

化复兴。

以上便是梁氏著名的“世

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简要

轮廓。鸟瞰《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全书，他的论述过程可谓

步步为营、节节推进、时空交

错、圆通无碍，彰显出梁氏所

具足的般若智慧和唯识学训

练。他描绘的这种多元、绮丽、

立体的人类文化图景，既区别

于视西方文化为人类文明最

高成果的“西方中心论”，也区

别于视人类文明为单线发展、

时间越靠后越进步的“文明进

化论”，格局阔达，境界朗然。

无怪乎洛阳纸贵，梁氏亦藉此

文而一举成名。

随着论述的层层展开又

层层收拢，梁漱溟提出“我们

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

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

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

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本

态度拿出来。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

和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即“第

二”和“第三”，梁氏多有所

立，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的重头戏，因非本文论题所

在，故不作展开。而梁氏何以

把“破”“印度的态度”放在第

一，这是本文要讨论的。

需要辨明的是，在本书

中，梁漱溟所谓的“印度文

化”或“印度态度”，虽间或涉

及印度外道思想，但主要指的

是印度佛教。亦即，虽然佛教

并不是古印度宗教的全部，印

度文化也远非佛教文化所能

涵括，但只有佛教在东汉末年

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生根

发芽，在隋唐形成天台、华严

等宗派而完成本土化。古代中

国人称古印度为“西土”，套用

晚近所谓“西学东渐”，佛学

也是发生在古代中国的“西学

东渐”。“佛教传入中国的过

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

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

明的伟大处。”何况梁氏也多

次在文中提示佛教是印度诸

多宗教中“最高明”的。因此，

从当时语境及演讲和行文方

便考虑，梁氏有时把“印度文

化”、“印度态度”和“佛教文

化”、“佛教态度”约略等同。

他自己如此解释：“我们说印

度其实是指佛教，因为唯佛教

是把印度那条路走到好处的，

其它都不对，即必佛教的路才

是印度的路。”

梁漱溟以回答“宗教为何

物”这一问题入手而强调“出

世”是宗教之本：“所谓宗教

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

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

的。”“超绝”和“神秘”“这两

个意思实在是宗教的特质。”

所谓“超绝”就是“超绝于现

有世界之世界，现有世界之世

界即吾人知识中之世界也”，

就是“出世间”。“宗教即是出

世，除非是没有世间，才没有

出世，否则你就不要想出世

会是没有的。”而诸如基督宗

教，“明是自己勖勉自己，而幻

出一个上帝来。”—这是宗

教之“幻”。“印度人多半不是

想有所仰赖托命而是堂堂正

正要求出世—他们叫做‘还

灭’……他如此之故，竟可以

有持无神论的宗教，这在西方

人听了要不得其解的。”反之，

如“削去超绝，收回出世”，只

剩下现世神秘意味的“宗教”

是假宗教。

因宗教要超越的世界是

人们惯常习得的由“知识”构

成的“世界”，梁氏以为其“无

论如何不能逃理智之批评而

得知识方面之容纳。今佛家此

方法乃得其解决之道，而所谓

出世，所谓宗教，今日乃得其

解。唯识上说根本智云：‘此智

远离所取能取故，说名无得及

不思议，是出世间无分别智。

断世间故，名出世间。二取随

眠，是世间本。唯此能断，独

得出名。’……真如绝对，概念

作用所不能施，是为超绝，而

后得智兴，纳之名言，权为人

说，又不妨属诸知识范围，虽

表诸名言而随表随遮不坏其

绝对，如斯善巧，两面俱圆。”

梁氏的引文出自唯识经典《成

唯识论》，“随眠”是“烦恼”

之异名，又特指暂未显明的烦

恼。此段的核心意思是：太初

有道，世界“实相”非知识名

言所能表、遮，只有超越知识

名言，才能获得智慧。之后世

间一切还是要诉诸知识名言，

相对“真如实相”，仅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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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如此，在所有宗教俱有

的“出世间”的前提下，世出世

间“不二”，“超越”和“对待”

一体，能指和所指无别，是佛

教独有的“中道”智慧和与“外

道”不共的高明处。

至此梁漱溟完成了他的

宗教出世论述：“宗教者出世

之谓也，方人类文化之萌，而

宗教萌焉；方宗教之萌而出世

之倾向萌焉。”“印度人的出

世的人生态度甚为显明实在

不容否认的。”继《谈佛》一文

以后，他又一次批评了维新派

“以佛救国论”中的偏颇：“而

中国康长素、谭嗣同、梁任公

一班人都只发挥佛教慈悲勇

猛的精神而不谈出世，这实在

不对。因为印度的人生态度既

明明是出世一途，我们现在就

不能替古人隐讳，因为自己不

愿意，就不承认他！”

梁漱溟要破的“印度的

态度”其实就是出世的态度，

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渐起的

“佛化”倾向：“现在除掉西

洋化是一种风尚之外，佛化也

是范围较小的一种风尚；并

且实际上好多人都已倾向于

第三路的人生。……就是指

着不注意图谋此世界的生活

而意别有所注的人而说……

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

加……至于真正发大心的佛

教徒，确乎也很有其人，但百

不得一。我对于这种态度—

无论其为佛教的发大心或萌

乎其它鄙念—绝对不敢赞

成。这是我全书推论到现在

应有的结论。”梁漱溟专辟四

点以颇多文字论述如此佛化

态度何以不适宜现实人生，其

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眼前之

所急需的是宁息国内的纷乱，

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其它个人

权利稳固些；但这将从何种态

度而得做到？……在此处只有

赶紧采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

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

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

佛教？”中国所应采取的态度

“只能从变化过的第一态度

或适宜的第二态度而得辟创，

其余任何态度都不能。”“我

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

‘刚’。”

据此梁漱溟把太虚及其

所创办之《海潮音》杂志引

入，连带梁任公等一并批评，

以强化他的态度：

孔与佛恰好相反：一个是

专谈现世生活，不谈现实生活

以外的事；一个是专谈现世生

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

这样，就致佛教在现代很没

有多大活动的可能，在想把佛

教抬出来活动的人，便不得不

谋变更其原来面目。似乎记得

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

要借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

题目，替佛教扩张他的范围到

现世生活中来。又彷佛刘仁航

和其它几位也都有类乎此的

话头。而梁任公先生……以如

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

造成平民化，让大家人人都可

以受用的问题，访问于我。其

实这个改造是做不到的事，如

果做到也必非佛教。今年我

在上海见着章太炎先生，就以

这个问题探他的意见。他说，

这恐怕很难；……但普及后，

还是不是佛教，就不敢说罢

了。……总而言之，佛教是根

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

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

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

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

对佛教的改造。

另，梁漱溟在《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自序》中言：“又我

在这书里，关于佛教所说的

话，自知偏于一边而有一边没

有说。又我好说唯识，而于唯

识实来深澈，并且自出意见，

改动旧说。所以在我未十分

信得过自己的时候，我请大

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按：

原书为“实”），不必以我的话

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

阳竟无先生。我只承认欧阳

先生的佛教是佛教，欧阳先

生的佛学是佛学，别的人我

都不承认……”以欧阳竟无为

代表的支那内学院是佛教复

兴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

们通过对中国化佛教进行拣

择，断言中印佛教完全异质。

他们判摄佛法为“纯正佛法”

和“相似佛法”（吕 ：《试论

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

想》），判定中国化佛教为“相

似佛教”。梁漱溟在《唯识述

义·初版序言》中所谓“本来

佛法”，其义与“纯正佛法”大

体相同。但是支那内学院的

理想也是要在中国推行佛化，

可见，在印度佛教和中国化佛

教的拣择上，梁漱溟与支那

内学院同；在佛化问题上，梁

漱溟又和他们有异。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梁

漱溟的佛教观有两个基本特

征：其一，承支那内学院一

脉，拣择传统佛教时偏重唯

识、偏重印度化的“真佛教”；

其二，立足“此时此地此人”的

当机原则而反对近世佛化运

动，或者反过来说，反对以入

世为特征的“非佛教”对“真

佛教”的损害。《中西文化及其

哲学》出版后引致多方评论，

不乏批评和反对意见，但就梁

氏此一观点提出截然不同观

点的，仅太虚大师最有影响且

最有代表性。


